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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工作時數與憂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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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過長，容易讓人處在憂鬱的危機中，尤其工作超過四十小時越多，則憂鬱危機愈高。
本研究以全國高中職、國中、及國小教師為對象，希望瞭解是否在教師族群中，工作時數不同，
其憂鬱程度也不同，以及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是否能在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之間，扮演中介變項
的角色。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共獲得 984 位教師的有效樣本，分別以主觀幸
福感量表及台灣憂鬱症量表對該批樣本進行測量。研究結果發現：1.教師的工作時數越長，其
憂鬱程度有愈高的趨勢；2.不同職別的教師間，工作時數有顯著的不同；3.主觀幸福感可在高中
職教師的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文末並對為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提出建
議。

關鍵詞：工作時數、中小學教師、中介變項、主觀幸福感、憂鬱

有研究指出，每週工作時數為 40 小時者，最不容易產生憂鬱，工作時數超過或不足 40 小時

越多者，則憂鬱程度就會隨之增加（吳元暉，2008）。然而，我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在 2007 年曾

以電訪隨機抽樣方式，抽樣 7129 名 15 歲以上民眾，訪問其工作時數，發現有 56％受訪者每周工

作時數為 40 至 49 小時，且約有 14％的受訪者每周工作時間更是超過 60 小時（聯合晚報，2007）。

在台灣長工作時數的環境下，民眾心理健康相當值得受到關注，尤其近年來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

憂鬱症的好發率更是有提高的趨勢。

對於教育工作者來說，個人的心理健康更是重要。因為工作中所面對的是學生，教師的健康

與否可能對於學生之受教環境及心理健康產生影響，且雖然憂鬱症對教師教學能力未造成改變，

但仍會影響其教學品質（謝昭弘，2005）。據此，台南市教育處就曾在 2008 年五月間針對全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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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董氏基金會出版的「台灣人憂鬱症量表」實施不記名問卷調查，分析發現，在受測的四千

四百多名教師中，有超過四％教師，已經到達需要尋求醫療協助程度（大紀元新聞網，2008），表

示在教師族群中，也可能出現憂鬱病症的現象。對於教師而言，不僅學生在學校時需要進行授課，

學生放學後往往需要準備第二天的上課內容，或者隨時待命於學生課後的生活或家長的提問，教

師雖然已離開學校，但可能還是必須隨時處理教學相關事項。因此，教師對於此等特殊的工作性

質，若無適當的心理與情緒調適的話，則很可能會因為時時處在工作狀態而造成嚴重的心理負擔。

據此，本研究嘗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教師的工作時數是否對誘發憂鬱產生影響，以及

探索這兩者之間是否仍有其他中介因素存在，使得教師即便在面對這種既無法改變現狀、又較長

的工作時間環境下，仍能保持相當不錯的健康狀態。

一、主觀幸福感內涵及其相關研究

由於生活富足後，人們會開始反思自我在物質追求滿足之後，進一步尋求心理上的滿足，開

始強調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了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

念。過去，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一方面是以個體對其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作為評量內涵，另一

方面則是從情緒上的評估切入，認為一個幸福的人必先擁有心理上的健康，而此狀健康態就是由

情感表達中所反映出來的（邢占軍，2005）。接續，有學者將上述認知與情緒上的測量合而為一，

認為主觀幸福感應該是由生活的滿意程度與所感受到正、負向情緒強度所匯集而成（Andrew &

Withey, 1976;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然而，在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理念下，Ryff（1989, 1995）、Ryff 與 Keyes（1995）

發展出另一種對幸福感的看法，認為幸福不僅只是為獲得快樂或侷限在正向感受而已，並且還要

能發揮自身潛能而達到完美的體驗，他們稱之為「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之後，

Keyes（2002, 2005）、Keyes 與 Waterman（2003）再加以擴充，納入「社會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

的概念，並融合上述兩者（心理幸福感與情緒幸福感），使其成為三個構面下的主觀幸福感概念，

而這三個面向所代表的意涵：在心理幸福感上，是探討個體內在所反應出自我心理調適與對生活

宏觀的知覺；社會幸福感則是透過公眾和社會準則來評量自我在生活中的機能；而情緒幸福感是

由個體對自我生活中情緒狀態的覺知與評估，即對生活的滿意程度與感受到的正、負向情緒強度。

本研究認為此理論建構更為完整，因此，擬以此三個構面為基礎，進行教師的主觀幸福感之調查。

在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探討研究中，施建彬（1994）提出收入較高、外向人格傾向、神經質傾

向低者、接受社會支持較多者、給予社會支持較多者、主觀心理健康較佳者、社會期待特質高者，

其幸福感也較高；在探討影響教師幸福感的因素的相關研究發現，幸福感較高的教師，其特徵為

（1）背景變項上：年齡較長、學歷較高、任教年資較長與已婚者；（2）社會支持愈高；（3）人格

特質上：外向性、和善性、嚴謹自律性、聰穎開放性等。而神經質特質、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則呈

顯著負相關（侯辰宜，2006；陳鈺萍，2006）；且教師背景變項透過工作壓力中介變項對幸福感具

有預測作用，其中「工作負荷」為最主要的預測變項（陳銀卿，2007）。由上述可知，影響教師主

觀幸福感的因素，可能包含收入、人格特質、社會支持、任教年資、學歷、工作壓力、工作負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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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憂鬱內涵及其相關研究

憂鬱症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健康問題，對於憂鬱症的問題不瞭解，可能會造成個人、家庭及社

會很大的問題（徐理強，2006）。目前，國內對於憂鬱症的探討研究可說不少，且對於憂鬱內涵層

面的瞭解及其成因之分析所涵蓋的面向，也有相當廣泛的介紹與說明。下列評述，將簡單扼要地

描述之。

根據台北榮總精神部主任蘇東平（2004）分析，憂鬱症患者主要是在三個層面上出現問題，

第一，情緒低落：常想哭泣，對事情不感興趣，甚至嚴重要想自殺或出現自傷、他傷行為；第二，

認知障礙：自責很強，悲觀，覺得人生無意義，遇事無法做決定；第三，身體狀況：嚴重失眠，

胃口下降，體重減輕。上述症狀若持續超過三週以上，且社會職業功能也受影響的話，則就會被

認定為重度憂鬱；若僅具有其中幾項症狀，且程度尚未達影響其工作能力的話，則屬於輕度憂鬱

者。而造成憂鬱症的因素，一般可分為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等三個因素作探討：在

心理因素方面，如自我概念、自我效能、因應模式、人格特質等；在生理因素方面，如生長激素、

賀爾蒙、大腦神經傳導物質、遺傳、睡眠等；在社會因素方面，如社會支持、社經地位、壓力、

家庭功能等（李仁宏，2004；莊智鈞，2004；羅文興，2006；Birmather et al., 1996）。
雖然從報章媒體上，已愈見教師憂鬱的相關報導，但目前對於教師與憂鬱間關係的實徵研究

仍屬不多。在相關的研究中，金車文教基金會 2006 年針對 909 名國中小教師抽樣調查，結果顯示

近七成覺得壓力偏高，超過 54％的教師憂鬱指數偏高（張錦弘，2006）；再則，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

亦針對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憂鬱傾向作一調查，發現在 CESD 量表上得分高於 16 分以上者（即被視

為憂鬱傾向的高危險群）竟高達 282 人，佔全部有效樣本數的 24.1％，在在顯示教師面對自身的

工作角色，負荷著極大的身心壓力。倘若長久下來，教師累積太多的負面情緒與認知負荷，即使

是目前身體還沒有生病，但並不表示身心處於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或最佳機能（optimal

functioning）的狀態，如此不單是影響到教師個體的工作表現與身心健康，還間接關係到教學效能。

檢索校園憂鬱相關的研究，發現大多聚焦在教師對於憂鬱學生的輔導與治療，如透過教導憂

鬱相關知識以辨識並輔導憂鬱學生，或比較教師、家長、和學生在量表上的填答狀況，來瞭解其

對可能憂鬱學生的掌握狀況（Mesman & Koot, 2000; Moor et al., 2007）。至於，以教師為研究對象

的研究，則較為少見，僅有幾篇學位論文分別探討，如蘇郁婷（2006）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的憂鬱

成因，包含：年齡、運動、家庭照顧負荷、健康、社會支持、壓力等進行研究，雖然教師在某些

憂鬱成因中是屬於較低好發可能性之族群，但生活中需要扮演其他角色或感受之工作壓力，仍可

能對教師心理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而使其產生憂鬱之可能。而 Kovess-Masféty、Rios-Seidel 與

Sevilla-Dedieu（2007）在其研究中指出，對於教師心理健康的探討，教學類別（teaching level）甚

至也是一個需考慮的變項。因此，本研究擬以教師為對象，探究我國目前國民中小學及高中職教

師之憂鬱情況。

三、工作時數與憂鬱及幸福感之關係

（一）工作時間與憂鬱的關係

過去文獻對於憂鬱成因的探討，已從各個面向，包含個人因素、家庭因素、社會因素等加以

瞭解，而在社會因素上所切入的觀點，多為社會支持及職場角色對個體產生憂鬱傾向的影響（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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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嵐、袁聖琇與黃美芳，2008），但對於工作時數（working hours）是否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則仍少見於討論之中。在國外相關研究上，Sparks、Cooper、Fried 及 Shirom（1997）曾對工作時

數與憂鬱間的關係，進行 21 篇研究論文的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發現工作時數與不健康之間

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而另一篇在職業與環境醫學雜誌中的研究報告，以挪威 Hordaland 地區民眾

為研究對象（N =10442），探討工作時數與憂鬱和焦慮的關係時，則發現不論是男性或女性，超時

工作者的憂鬱程度比未超時工作者來得顯著地高（Kleppa, Sanne, & Tell, 2008）。在加拿大也有類

似的研究，該研究以國家人口健康問卷進行調查，隔兩年收集一次資料（1994/1995、1996/1997），
共有 25 到 54 歲成人 3830 位，他們在 1994/5 接受訪談時，其工作時數平均一週為 35 小時以上，

以多變量進行分析後發現，工作時數長的人，其憂鬱的情況有增加的現象，且男性有不健康的增

胖，女性有酗酒的情形，且男女性抽煙的情況也都增加（Shields, 1999）。即使是在台灣，根據 2004

年教師會所進行的「全國教師工作時間調查」，發現有 81.7%的全國教師有超時工作傾向，教師每

週平均加班三天，有八成以上教師覺得自己有一種以上文明病，有 51.1%的教師自覺有「慢性疲勞

症候群」（董貞吟，2006）。由此可知，工作時數過長與憂鬱之間的關係是可能存在的，而針對此

議題的探討，在工作時數也是偏長的台灣，尤其值得深入探究。

（二）幸福感與憂鬱之關係

目前，多數的研究是將憂鬱和幸福看成是同一個向度上的兩個極端（a bipolar conception），也

就是說，個體若感到幸福就不會憂鬱，若個體感到不幸福，則表示是憂鬱的；而在研究結果中，

也呈現出憂鬱和幸福感是反向的相互關係，亦即，在幸福感上為正向效果，則在憂鬱上為反向效

果（謝明華，2002；楊淑貞，2006）。如 Berg-Weger、Rubio 與 Tebb（2000）研究憂鬱在保母的幸

福感與背景變項的中介關係時，其以個體基本需求及每日健康相關活動作為幸福感指標，也就是

憂鬱與幸福感各僅有一個總和指標做為代表，且發現在憂鬱與幸福感的路徑係數為顯著的負向關

係，亦即，視憂鬱和幸福感為同一向度中的兩個極端假設獲得成立。但 Keyes（2002, 2003, 2004, 2005,

2006a, 2006b, 2007）則認為心理健康症狀（mental health symptoms）（即主觀幸福感）與心理疾病

症狀（mental illness symptoms）是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測量向度，可用來測量全面的心理健康

狀態模式（complete mental health state model），且每個向度都是一種兩極化的變項（a bipolar

variable），其內涵又分成高、低程度的不同，因而構成四種不同的健康狀態，表示個體有可能同時

擁有高度心理健康狀態，也同時擁有高度心理疾病狀態，抑或相反。因此，對於憂鬱與幸福感的

看法是獨立的，也就是個體可能在高憂鬱的情況下，仍然擁有高幸福感之可能。本研究擬採此觀

點，認為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是由憂鬱和幸福感分別獨立來構成，所以個體的憂鬱程度有可能因

為幸福感的高低有別，而呈現出有所差異來。

四、研究問題

透過上述之文獻評閱與分析，本研究擬針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

鬱」程度間之關係進行探究。除了瞭解目前台灣國小、國中、及高中職教師間之現況及差異程度

外，同時，亦試圖瞭解幸福感是否在其間扮演著某種重要的中介角色。故，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

三：

問題 1：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不同，教師的憂鬱程度是否也不同？

問題 2：不同職別的教師，其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與憂鬱間的關係為何？

問題 3：幸福感是否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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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公布 96 學年度全國各層級學校數（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07），進行分層

隨機抽樣，先依各層級學校數所佔比率，決定抽取學校數分別為國小 343 所、國中 96 所、高中 41

所與 20 所高職，共 500 所學校。再依照全國 25 縣市各級學校數之比率，決定各縣市所應分配之

學校數目（在實際執行上，因考量離島各層級學校數較少，而排除金門、連江與澎湖三縣），進而

再依據性別考量，於每個學校隨機抽取 8 名教師，使抽樣的預期樣本數達 4000 人。透過此抽樣過

程，確保所抽取之樣本能依原始母群體之學校數多寡均衡分配，以期能含括全國中小學各層級教

師與各縣市，使樣本能具有母群體之代表性。最後，經問卷回收及資料登錄分析後，本研究最後

獲得有效分析樣本數為 984 人，佔原抽樣樣本的 26.4％。其分佈如表 1 所示。由表 1 所示可知，

顯示本研究之樣本大致能有效分配於各縣市與兼顧各學校層級。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量表主要有二，一為「主觀幸福感量表」，另一個為測量心理疾病用的「臺灣

憂鬱症量表」。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主觀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所引用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其內容為參考現有國外文獻加以編譯而成，共包含心理幸

福感、社會幸福感及情緒幸福感三個分量表。其中，心理幸福感量表譯自 Ryff（1989, 1995）、Ryff
與 Keyes（1995）等人量表中的相關指標，主要探討個人內在的自我心理調適與對生活的宏觀知覺，

其下包含六個層面（請見表 2）；社會幸福感量表則是採用 Keyes（1998）自編的社會幸福感量表，

是以公眾與社會準則來評量自我的生活機能，其下包含五個向度（請見表 2）；而在情緒幸福感中

有關快樂、滿足向度的測量指標，則為引自 Diener（1984）、Diener 等人（1999）量表中的相關指

標，為對生活中自我情緒狀態的覺知與評估，以兩個層面進行測量（請見表 2）。量表中的內容皆

採背譯法（back translation）方式編製，先英譯中、再中譯英、再英譯中的三階段模式，持續進行

兩兩文本間語意差異的比較與修正，直到幾無差異為止。最後，才得以組成本研究使用的三向度

主觀幸福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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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各縣市、學校層級教師樣本分佈一覽表

學校層級
縣市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合計

台北縣 36 12 2 5 55

宜蘭縣 23 8 3 3 37

桃園縣 44 12 4 0 60

新竹縣 25 6 3 0 34

苗栗縣 28 12 4 2 46

台中縣 57 10 7 2 76

彰化縣 64 7 8 4 83

南投縣 31 3 1 4 39

雲林縣 35 7 4 5 51

嘉義縣 25 8 6 1 40

台南縣 40 13 7 2 62

高雄縣 40 14 2 4 60

屏東縣 33 13 5 2 53

台東縣 31 9 2 0 42

花蓮縣 35 5 5 0 45

基隆市 16 2 4 4 26

新竹市 9 2 6 4 21

台中市 21 3 4 2 30

嘉義市 5 2 4 4 15

台南市 12 3 3 1 19

台北市 30 14 6 2 52

高雄市 20 7 6 5 38

合計 660 172 96 56 984

填答方式上，受試者依各指標之現況，從「極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等作答反應程度，分

別給與 1 至 5 點方式計分，並將反向題加以反向計分，使得分愈高者代表對該向度之認同傾向愈

大，例如，在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獨立自主面向」得分愈高者，即代表該受試者自主、獨立之

傾向愈高。

經本研究教師樣本分析後，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Cronbach alpha）分別如表 2

所示。本研究在各向度之題數皆為 3 題，主觀幸福感量表中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值皆達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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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值為 0.88，顯示本量表在主觀幸福感及其三個子向度測量上，具

有相當不錯的穩定性與一致性。

表 2 主觀幸福感量表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及測量指標說明

總量表
名稱

分量表名
稱（題數）

各向度描述
（題數）

題項舉例 α

獨立自主（3） 1. 我很容易被他人強烈的意見所影響。

環境掌控（3） 5. 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常讓我感到沮喪。

生活目標（3） 7. 我現在活在當下，不想去思考未來。

自我接納（3） 11.我喜歡我人格中存在的多個面向。

與他人建立積
極關係（3）

15.我從來沒有體驗過與他人維持溫暖又信
任的關係。

心理幸福
感（18）

個人成長（3）
18.我已經放棄嚐試大幅改變我的生活方式

很久了。

0.777

社會統整（3） 20.我覺得我與社區中的每個人都很親近。

社會接納（3） 22.我覺得一般人對幫助他人是不求回報的。

社會貢獻（3） 25.我有寶貴的東西值得留給這個世上。

社會實現（3） 29.我覺得社會已經停止再進步了。

社會幸福
感（15）

社會一致性
（3）

33.我覺得很容易去預測社會即將發生什麼
事。

0.720

公認快樂（3） 34.我覺得自己時時充滿喜悅。

主觀幸
福感

情緒幸福
感（6）

覺察生活滿意
（3）

39.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很豐盛。 0.887

在主觀幸福感量表的效度方面，本研究以 LISREL8.7 軟體進行建構效度的建立，除分別針對

三個分量表進行個別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刪除不適當題項共 3 題（刪除 Item7、Item9、Item33），

隨後更採用完整的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對主觀幸福感量表三因素模式進行驗證，結果如表 3 所示，

除 S-Bx2 = 2010.3199 達顯著外，SRMR、RMSEA 都能分別達到 Hu 與 Bentler（1999）所提出較佳

的.08、.06 水準內；此外，NNFI 與 CFI 分別為 0.9458、0.9502，亦多能符合建議之 .95 水準要求。

整體而言，二階的主觀幸福感量表的三因素模式具有不錯的適配水準，而此結果亦符合 Keyes、

Shmotkin 與 Ryff（2002）、Keyes（2005）在結合心理與情緒及納入社會等三種幸福感子向度概念

而構成主觀幸福感模式後，所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所採用的測量工具題目及其信、

效度考驗結果的詳細報告，可參見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與曾筱婕（201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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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二階主觀幸福感量表具三因素模式之驗證分析結果一覽表

模式 df S-Bx2 SRMR RMSEA NNFI CFI

三因素模式 579 2010.3199 0.0617 0.0507 0.9458 0.9502

註：1.三個因素分別為：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及情緒幸福感。

2.指標中文譯名：df：自由度；S-Bχ2 卡方值；SRMR：標準化均方根殘差；RMSEA：均方根近似誤；NNFI：

非正規化適配指標；CFI：比較適配指標。

（二）台灣憂鬱症量表

考量目前國內用來測量憂鬱的工具，多是譯自國外的量表，編譯的準確性差異，常造成本土

受試者作答時語意理解上的困惑，據此，本研究擬採用余民寧、黃馨瑩及劉育如（2010）所編製

之本土化「臺灣憂鬱症量表」（Taiwan Depression Scale，TDS），作為本研究用來測量受試者心理

疾病程度的依據。該量表乃根據全人照顧（即強調身、心、靈為一個整體）醫治取向的觀點所編

製而成，經數名精神科醫師專家檢視問卷內容後，再分別以實驗組（即精神科醫師診斷為憂鬱症

者）與對照組（即非憂鬱症者的一般正常人）為樣本進行施測，依受試者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

分別給與 1 至 5 分不等，表示「從不如此」至「總是如此」不同程度的作答反應，分數愈高代表

憂鬱傾向愈嚴重。量表內容包含四個向度因素，分別為認知、情緒、身體、與人際關係等。此外，

其與美國流行病學中心所發展的憂鬱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游森期、余民寧，2006；Yu & Yu, 2007）的效標關聯程度為 0.919，其內部四個分量表之

間的關聯則介於 0.781 至 0.880 之間，顯示該量表具有不錯的效標關聯效度。

在本研究中，本量表以教師樣本進行分析後，四個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分別是

0.832、0.864、0.844、與 0.811，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則為 0.932，顯現出受試者的表現間

具有高度作答一致性。接續，經四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後，

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 1110.1944， p < .01）因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適配

指標皆反應出模式具有不錯的適配水準，同時，經估計各測量指標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後，結果亦多介於 0.52 至 0.81 之間，展現出不錯的建構效度表現。整體而言，臺灣憂

鬱症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計量特質（psychometric properties），適合作為本研究用來診斷國內教師

族群心理疾病之評量工具（余民寧、劉育如、李仁豪，2008）。

（三）工作時數的測量

本研究工作時數的測量，為本研究問卷中背景資料中的一題：「請問您開學至今，每天（週一

至週五）下班後，還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平均時數是？」選項有五個，分別為 30 分鐘內、1

小時內、2 小時內、3 小時內、3 小時（含）以上。為單選題。資料登錄時，30 分鐘內登錄為「1」，

1 小時內登錄為「2」，依此上推，3 小時（含）以上登錄為「5」。

（四）中介變項及中介效果

中介效果的設計，是希望找出自變項與依變項關係的中介歷程（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所謂中介模式（mediator model）的概念，最早係由 Woodworth（1928）所提出之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模式為代表，係指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及結果，會因

為中介變項的介入與否而有不同。在中介模式中，中介變項係指一個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的變項，

它對某些自變項來說，中介變項扮演的是依變項的角色，而對另一些依變項而言，則扮演的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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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功能（余民寧，2006）。這種中介模式中變項之間的彼此關係，可以圖 1 來表示如下：（1）
在圖 1 的 A 部中，自變項對依變項有直接且顯著的影響（即 c）；（2）當加入中介變項（圖 1 的 B

部）後，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是有顯著影響力的（即 a 為顯著），且（3）中介變項對依變項也有顯

著影響力（即 b 為顯著），但（4）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力（即 c’）會因為中介變項的加入而降

低甚至變為不顯著（Baron & Kenny, 1986; Wu & Zumbo, 2008）。此種原本既有的顯著關係，因中

介變項的加入而被降低或被緩和其影響作用的現象，即稱作中介效果（mediation effect）。

（A）

（B）

圖 1 中介模式圖

資料來源：Wu, A. D., & Zumbo, B. D.（2008）.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7 ( 3 ), 367-392.

三、實施流程與資料分析

（一）評量問卷的實施

為提高樣本作答的有效性，本研究透過兩種不同版本的填答方式提供給受試者作答，一為書

面版，即以傳統紙筆式作答填寫的方式，將該量表直接郵寄到被抽取之樣本的學校後，再轉之被

抽樣教師填答後寄回；另一為網路版，其內容與書面版完全相同，但放在網路伺服器上，並以寄

發書面邀請函（內附登錄網路的帳號及密碼）方式，寄到學校給被抽取之樣本教師，以邀請其上

網來填答。這兩種版本是同時呈現給受試者，受試者得依其自由意志與便利性進行問卷的填寫。

此舉乃參考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余民寧與李仁豪（2006，2008）的研究結果而得，以調查研

究方法而言，當以教師族群為受試對象時，不論是採用紙筆方式或網路方式所進行問卷調查的實

質內容，兩者間幾無差異可言；並且，研究中是在母群體（即全國中小學教師）確立的前提下，

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中介變項
（Mediator）

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

a

c’

b

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
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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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樣本研究結果來推論母群體，除可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推論效度外，亦可避免網路調查常發生的

覆蓋率誤差（coverage error）問題。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套裝統計軟體及 LISREL 程式進行資料分析，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1.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擬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問題一及問題二，以瞭解「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

工作」與「憂鬱」之間的關係、「不同職別的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

是否有所不同、以及其「憂鬱」狀況是否有所差異。

2.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擬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問題三：主觀幸福感是否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

作時數」與「憂鬱」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3.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擬透過 LISREL 統計軟體，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本研究所採用之主觀幸福感量表及台

灣憂鬱症量表進行建構效度之檢驗。

4.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擬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本研究受試人數及分屬學校及縣市的分配狀況。

研究結果

本節茲將前述統計分析結果，逐一呈現說明於后。

一、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間的關係

透過描述性統計可知（表 4），各組人數沒有太大差異，而由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

的時數與憂鬱的相關係數（未單獨列表呈現）得知，兩者間呈現顯著正相關（r = .133， p < .01），

即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愈長者，其憂鬱程度愈高。進一步進行 one-way
ANOVA 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發現教師個人的憂鬱程度會因工作時數的不同而差異，再以 Schéffe

事後比較分析得知，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在 3 小時及超過 3 小時以上的教師，其

憂鬱程度顯著高於工作時數在 1 小時內的教師。

表 4 背景變項中不同工作時數者的憂鬱程度之描述統計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
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各選項）

人數 憂鬱程度的
平均數

憂鬱程度的
標準差

30 分鐘內 159 48.92 11.974
1 小時內 319 48.88 11.905
2 小時內 280 50.24 12.712
3 小時內 101 53.51 13.485

3 小時（含）以上 113 53.65 14.206
全體 972 50.31 1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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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chéffe 事後比較

組間 3253.138 4 813.285 5.120*** 3 小時內＞1 小時內

組內 153592.157 967 158.834 3 小時（含）以上＞1 小
時內

全體 156845.295 971

註：1.「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與「憂鬱」的相關係數為 r = .133（p < .01）

2.***p < .001

二、不同職別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間的關係

表 6 表列了三類不同職別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基本訊息，可知三類教師

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中間偏高，大約界在 2 至 3 小時內。而由表 7 所示可知，

國小、國中、與高中職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上，有顯著的不同（F（2, 965）
= 5.532， p＜ .01），經 Schéffe 事後比較分析得知，高中職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

數顯著高於國小教師。但如表 8 和表 9 所示，三類教師在憂鬱程度上，卻沒有顯著差異（F（2, 973）

= .317， p＞.05）。

表 6 不同職別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之描述統計

教師職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小教師 648 2.61 1.185
國中教師 170 2.67 1.225

高中及高職教師 150 2.97 1.220
全體 968 2.68 1.203

表 7 不同職別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chéffe 事後比較

組間 15.859 2 7.930 5.532** 高中職教師＞國小教
師

組內 1383.223 965 1.433

全體 1399.082 967

註：**表示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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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背景變項中不同職別的教師在憂鬱程度上之描述統計

教師職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小教師 652 50.11 12.750

國中教師 172 50.94 11.297

高中及高職教師 152 50.05 13.154

全體 976 50.24 12.563

表 9 不同職別教師憂鬱程度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100.114 2 50.057 .317

組內 153776.360 973 158.044

全體 153876.474 975

三、工作時數、主觀幸福感、與憂鬱程度間之關係

在上述探討不同職別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間的關係時發現，三

種職別教師在工作時數上確實有顯著的不同（見表 6 及表 7 所示），其不同點在於高中職教師的工

作時數顯著高於國小教師。若由過去研究（Kleppa et al., 2008）及本研究第一小節的分析結果--「超

時工作越多者，其憂鬱程度越高」來推論，高中職教師在憂鬱程度上應該與國小教師之間會有顯

著差異出現才對，但是，之後的分析卻發現兩者間的憂鬱程度並沒有明顯差異（見表 8 及表 9 所

示）。因此，本研究乃繼續分開針對高中職教師及國小教師兩個族群，在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間的

關係另作深入探究。

由表 10 的相關係數可知，就整體教師而言，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產生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工

作時數越長，則個體的憂鬱程度有越高的趨勢；但各幸福感則均未與工作時數之間有顯著關係。

表 11 則分開兩個族群來呈現相關係數，筆者發現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仍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但

各幸福感與工作時數間的關係上，則兩個族群間有些許差異；就國小教師來說，主觀幸福感及三

個幸福感子概念都和工作時數之間沒有顯著相關，但對高中職教師來說，則主觀幸福感、社會幸

福感、及情緒幸福感三者，卻都與工作時數之間產生顯著的負相關。由此等差異來看，個體主觀

幸福感與工作時數之間的關係，對國小教師與高中職教師兩個族群而言，確實是不一樣的；而這

樣的不同關係，是否即是造成國小教師與高中職教師在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關係上產生不同的

結果，則有待下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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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全體教師樣本工作時數、主觀幸福感、與憂鬱程度間之相關係數

變項 工作時數 主觀 心理 社會 情緒 憂鬱程度

工作時數 1

主觀幸福感 -.014（**） 1

心理幸福感 -.010（**） -.889（**） 1

社會幸福感 -.037（**） -.808（**） -.519（**） 1

情緒幸福感 -.015（**） -.789（**） -.602（**） -.501（**） 1

憂鬱程度 -.133（**） -.587（**） -.514（**） -.429（**） -.542（**） 1

註：1.***p < .001，**p < .01。

2. N = 972（全體教師）。

表 11 國小與高中職教師工作時數、主觀幸福感、與憂鬱程度間之相關係數

變項 教師職別 工作時數 主觀
幸福感

心理
幸福感

社會
幸福感

情緒
幸福感

憂鬱
程度

工作時數 國小教師 1

高中職教 1

主觀幸福感 國小教師 -.016 1

高中職教 -.216（**） 1

心理幸福感 國小教師 -.017 -.895（**） 1

高中職教 -.160 -.875（**） 1

社會幸福感 國小教師 -.004 -.812（**） -.533（**） 1

高中職教 -.213（**） -.844（**） -.555（**） 1

情緒幸福感 國小教師 -.020 -.801（**） -.621（**） -.522（**） 1

高中職教 -.170（*） -.795（**） -.604（**） -.523（**） 1

憂鬱程度 國小教師 -.133（**） -.593（**） -.520（**） -.453（**） -.534 1

高中職教 -.180（*） -.587（**） -.518（**） -.414（**） -.584 1

註：1.***p < .001，**p < .01

2. N = 648（國小教師）；N ＝150（高中職教師）

根據表 12 所示可知，本研究分別從主觀幸福感及三個幸福感子概念（分別為心理幸福感、社

會情福感、情緒幸福感）的分析發現：

（一）在國小教師方面

在模式一中，「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β

= .133），但影響程度不大，R 2為 .018（F = 11.634，p < .01）。但在模式二中，分別再加入：（1）

「主觀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主觀幸福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β = -.596，

p < .001），R 2提高到 .372 且達顯著程度（F = 191.281，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

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影響程度（β = .142）則沒有明顯改變；此即表示，對國小教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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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主觀幸福感」並沒有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的關係產生

任何的中介效果。（2）「心理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心理幸福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

預測作用（β = -.532，p < .001），R 2提高到 .291 且達顯著程度（F = 132.360，p < .001），但「下

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影響程度（β = .142）則沒有明顯改變；此

即表示，對國小教師而言，「心理幸福感」並沒有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

鬱程度」的關係，產生任何的中介效果。（3）「社會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社會幸福感」

對「憂鬱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β = -.454，p < .001），R 2提高到 .224 且達顯著程度（F = 92.967，
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影響程度（β = .135）則

沒有明顯改變；此即表示，對國小教師而言，「社會幸福感」並沒有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

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的關係，產生任何的中介效果。（4）「情緒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

發現「情緒幸福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β = -.537，p < .001），R 2提高到 .306 且達

顯著程度（F = 142.427，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

影響程度（β = .144）則沒有明顯改變；此即表示，對國小教師而言，「情緒幸福感」並沒有對「下

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的關係，產生任何的中介效果。

（二）在高中職教師方面

在模式一中，「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有顯著影響（β = .180），

但影響程度不大，R 2為 .032（F = 4.948，p < .05）。但在模式二中，分別再加入：（1）「主觀幸福

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主觀幸福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β = -.575，p < .001），

R 2提高到 .348 且達顯著程度（F = 39.194，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則經控制「主觀幸福感」後，變得不顯著（β = .056，p < .414）；此即表示，對高中職教師而言，「主

觀幸福感」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間的關係，產生了中介效

果。（2）「心理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心理幸福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β

= -.502，p < .001），R 2提高到 .278 且達顯著程度（F = 28.283，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

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則經控制「心理幸福感」後，變得不顯著（β = .100，p < .162）；此即表示，

對高中職教師而言，「心理幸福感」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間

的關係，產生了中介效果。（3）「社會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社會幸福感」對「憂鬱程度」

有顯著的預測作用（β = -.394，p < .001），R 2 提高到.180 且達顯著程度（F = 16.162，p < .001），

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則經控制「社會幸福感」後，變得不顯著（β = .096，p

< .210）；此即表示，對高中職教師而言，「社會幸福感」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對「憂鬱程度」間的關係，產生了中介效果。（4）「情緒幸福感」為預測變項時，發現「情緒幸福

感」對「憂鬱程度」有顯著的影響（β = -.570，p < .001），R 2提高到 .348 且達顯著程度（F = 39.180，

p < .001），但「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則經控制「情緒幸福感」後，變得不顯著（β
= .083，p < .222）；此即表示，對高中職教師而言，「社會幸福感」對「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

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間的關係，產生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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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工作時數與中介變項（主觀幸福感）對憂鬱程度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憂鬱程度

模式一 模式二
國小教師（N=648）

B β B β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434** .133** 1.535*** -.142***
主觀幸福感 - .512*** -.596***
R 2 .018 - .372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434** .133** 1.528*** -.142***
心理幸福感 - .877*** -.523***
R 2 .018 - .291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434** .133** 1.454*** -.135***
社會幸福感 - .992*** -.454***
R 2 .018 - .224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434** .133** -1.550*** -.144***
情緒幸福感 -1.673*** -.537***
R 2 .018 -1 .306
註：1.***p < .001，**p < .01

2. B 值表示原始分數迴歸係數，β值表示標準化迴歸係數

模式一 模式二高中職教師（N=150）
B β B β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916* .180* -.595 -.056
主觀幸福感 -.534*** -.575***
R 2 .032 -.348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916* .180* -1.062 -.100
心理幸福感 -1.022*** -.502***
R 2 .032 -1.278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916* .180* -1.024 -.096
社會幸福感 -1.831*** -.394***
R 2 .032 -1.180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 1.916* .180* -1.882 -.083
情緒幸福感 -1.830*** -.570***
R 2 .032 -1.348

註：1.***p < .001，**p < .01

2. B 值表示原始分數迴歸係數，β值表示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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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針對上述為何高中職教師與國小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上有所不同，但

卻在憂鬱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的問題，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即是，對高中職教師而言，主觀幸

福感扮演了一個中介角色，當主觀幸福感被考量進工作時數對憂鬱間的影響關係時，則工作時數

對憂鬱的影響就非如過去研究所得結果的直接影響關係，而是必須透過個體主觀幸福感才會對個

體的憂鬱產生影響。而且，此中介角色不僅在整體主觀幸福感中可以看見，甚至連主觀幸福感的

三個次概念（即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及情緒幸福感）亦產生相同的效果。

若單純就工作時數、憂鬱程度、與主觀幸福感三者的關係來看，本研究分析發現，對兩個有

顯著工作時數不同的群體而言，主觀幸福感可以緩和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所產生的影響。而主觀

幸福感之所以可以成為中介變項的可能原因，即是個體擁有主觀幸福感的來源分別有心理上的、

社會上的、及情緒上的滿足，也就是說，雖然個體在工作時數上或許是超時工作很多，但個體卻

可以因此獲得較多的自我成長、獨立自主等方面的正向自我認可，或者可以認為自己對社會是較

有貢獻的，且能與社會產生共鳴和被社會接納，並且在自我情緒上的感受是快樂的、滿足的，則

工作時數對個體產生的負面影響力便可因此而減低。所以，教師若對於教學相當有熱忱，同時認

可自己的工作，並能從工作中有所成長，感受到愉悅的情緒，則超時工作時數所造成對憂鬱程度

的負面影響力便可降低。

而就群體的特性來說，主觀幸福感為什麼只對高中職教師產生中介作用，而國小教師卻沒有，

則我們或許可以從三者間的相關來作可能的解釋。對國小教師而言，工作時數並不會影響其主觀

幸福感（即無顯著相關），表示國小教師的主觀幸福感來源與其在學校工作時數可能比較沒有關

係；但對高中職教師來說，工作時數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則有某種程度的重疊，且當工作時數越高

時，就會降低其主觀幸福感，也就是說，工作時數可能是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之一。過去，

國內研究雖有針對國小教師幸福感來源作探究，指出國小教師幸福感的來源為年資、婚姻狀態、

健康狀態、社會支持、自主性、事業成就、人格特質傾向等（侯辰宜，2006；陳鈺萍，2006；陳

銀卿，2007）；但對高中職教師幸福感的組成成分或來源，則未有相關研究進行探討。或許，就這

兩個族群而言，主觀幸福感之所以能發生不同作用，可能與其主觀幸福感之組成及其影響來源有

關，是否真的如此，則有待後續研究繼續朝此一觀點探究之。

結論與建議

茲歸納前述結果與綜合討論一節的心得，提出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后。

一、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間愈長的教師，其憂鬱程度的傾向愈強

本研究探討全國國小、國中、及高中職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與

「憂鬱程度」之間的關係，大致發現「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的不同，則在「憂

鬱程度」上會有顯著的差異：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達 3 個小時以內及以上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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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憂鬱程度」上的得分，顯著高於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在 1 小時以內的教師；

此即表示，以整體來說，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間愈長者，其憂鬱程度的傾向愈

強。

二、不同職別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雖有不同，其憂鬱程度沒有差異

本研究發現，我國不同職別教師（即國小、國中、及高中職）中，「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

關工作時數」各有不同，其中，高中職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顯著地高於國

小教師。不過，三種職別教師在「憂鬱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雖然高中職教師在

工作時數上較國小教師為長，但其憂鬱程度並沒有因此而顯著高於國小教師。此與結論一所提出，

「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間愈長，其憂鬱程度的傾向愈高」的說法似乎有所出入，據

此，本研究推測可能有其他中介變項改變了此種預測效果。

三、主觀幸福感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憂鬱程度間扮演中介變項角色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教師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數雖然較國小教師為長，但

並未因此而產生比國小教師較為憂鬱的現象，此乃因為主觀幸福感產生緩和預測作用的中介效

果。本研究發現，對國小教師而言，「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與「主觀幸福感」對

「憂鬱程度」來說，都能產生顯著的預測功能，且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對憂鬱的

影響力，並未受到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而有所變化；此即表示，主觀幸福感對國小教師的憂鬱程度

預測作用來說，提供的是增進對憂鬱程度的解釋力預測效果，而非改變了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

預測作用。但是，對高中職教師而言，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雖然對憂鬱程度具有

顯著影響力，但在主觀幸福感介入之後，便發現工作時數的直接影響力消失，而是必須透過主觀

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此即表示，對高中職教師而言，主觀幸福感在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

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之間的關係，扮演了中介變項的角色，也就是說，高中職教師工作時數並不

會直接對憂鬱產生直接影響，而是必須先考量到該工作時數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後，才會再由

主觀幸福感來對憂鬱發生影響。

由此結論可知，對於工作時數越長則個體會有較高憂鬱傾向的狀況，其實，個體的主觀幸福

感可能在這兩者間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可以讓工作時數和憂鬱程度不呈現必然的直接影響關

係，而此結論也對過去多集中在探討超時工作者具有較高憂鬱危機的研究，提供一項正向的解套

及不同方向的思考。

四、對實務應用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工作時數愈長的教師，其憂鬱程度的傾向愈強，而且也發現，主觀幸福感可能

是其中一項的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因為，很明顯地，主觀幸福感愈高的中小學教師，其

憂鬱程度是相對較低的（即兩者間具有中等程度的負相關）。因此，在實務應用上，如何加強並提

升每位教師的主觀幸福感，並且善加利用教學科技或時間管理技巧來降低放學後還繼續從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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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批改作業、考卷、及備課等）的時數和壓力，可能是促進及保護教師心理健康的有效策

略之一，同時也是教師本身、學校、及教育有關當局應該共同努力的目標。

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及其子概念在工作時數對憂鬱程度的影響關係上產生中介效果，但

此效果僅在不同職別教師中發生作用。因此，未來研究可朝向高中職教師與小學教師在主觀幸福

感上的影響來源之差異進行探究，以得知究竟高中職教師與小學教師在主觀幸福感上之差異為

何，並且瞭解此差異現象是否可以作為詮釋主觀幸福感扮演中介變項角色的原因。此外，對於國

中小教師工作時數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是否可能因為其他調節變項的存在而造成，則有待未來

研究繼續探究之。而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採用的是橫斷法，用意在瞭解變項間的相互關係，而

未來研究可再加入時間因素作探討，做一個縱貫性的追蹤研究。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設計及研究執行時，雖然都相當嚴謹的進行每項步驟，但仍有一些研究上的不

足，在此提供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1.本研究在主觀幸福感量表 13 項指標中的「生活目標」、「社

會貢獻」與「社會一致性」，具有較低的信度，後續研究進行時可針對這些題項再加以討論，以提

升其信度值。2.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工作時數，是以調查教師下班後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時間為

依據，為「量」的考量，但教師是否兼任行政職務，也有可能在「質」的方面對工作時數產生影

響，也許也可以事先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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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Hours and Depressio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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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long working hour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especially when working for more than

40 hou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work hours and depression among high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also examined. Nine hundred

and eighty four teach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regions of Taiwan.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wo questionnaires –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and Taiwan Depression Scale – for assess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have higher risk of depression. Seco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work hour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teachers. Thir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ated work hours and depression among high school teachers.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 WORDS: depression,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mediator variable,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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